
伊朗政体二元合法性与经济增长
（１９８９—２０１４）＊

刘岚雨　陈　琪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经济全球化波动的政治效应及中国的战略
应对”（项目批准号：１７ＺＤＡ１６９）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科学》匿名评审专家对本
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存在的错谬由笔者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５卷第３期（总第１９期），第１５０—１７８页。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内容提要】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通常认为，出于维护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

在任总统选举前夕通常有动机刺激经济发展，以便在选举中获得连任。但

与此一般认知不同的是，１９８９—２０１４年，伊朗的经济增长共经历了６次大幅

波动，而大幅增长阶段大都出现在总统选举周期的第１～３年，大幅下降阶段

大都出现在该周期的第３～４年。为了解释这一经验现象，本文首先针对伊

朗经济增长波动，归纳了三种与选举周期无涉的常规分析视角，并分别评析

了它们的主要解释不足。其次，笔者以伊朗后霍梅尼时期最高领袖与总统

之间的“合法性矛盾”为中心，构建了对选举周期经济增长反常波动的解释

逻辑。最后，以拉夫桑贾尼总统的第一任期作为典型案例来检验和阐释上

述解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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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１９８８年７月２０日，长达８年的两伊战争结束；翌年６月３日，拥有超凡

个人魅力的最高领袖鲁霍拉·霍梅尼去世，伊朗伊斯兰革命由此步入“热

月”①，国家进入正常化的发展阶段。面对民众对物质财富和幸福生活的期

盼，后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历届政府都强调将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在

哈希米·拉夫桑贾尼的总统任期，“经济建设”“发展”和“幸福生活”成为主

流政治话语。②时任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公开宣称，经济的

重要性已经压倒了政治的优先性。③在拉夫桑贾尼之后，哈塔米政府、内贾德

政府和鲁哈尼政府也都将提升经济和民生放在了政府工作的核心位置。此

外，作为国家最高政治权威的继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也展现出对经

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一再强调要实现制造业的繁荣发展，指示政府应通过提

升国内生产能力和发展知识经济开创“先进的伊朗伊斯兰模式”。④总之，随

着政治统治合法性基础从意识形态向绩效的转变，经济绩效成为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尽管上至最高领袖和总统、下至内阁部长都对经济发展予以充分重视，

但后霍梅尼时期的经济非但未出现稳定提升，反而历经了多次大幅波动。

１９８９—２０１４年，伊朗ＧＤＰ增长率共出现了６次大幅度波动，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２年出现了经济增长率的

大幅下降，分别同比减少了９．５４８、１．７９５、４．６９１、５．０７９、４．３６、１．１８５、７．９０５和

１０．０８６个百分点；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出现了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上升，分别

①

②

③

④

“热月”指的是革命从激进状态转向保守状态，政治逐渐回归到类似革命前的状
态。

［伊朗］比詹尼、内贾德、阿里尼：《“合法性”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官方政治话语
中的地位（１９７８—２００７）》，《社会学季刊》２００９年第４６期，第１２３页。（注：本文脚注前标
注“［伊朗］”的均为波斯语文献）。

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０年，第２２９页。
［伊朗］赛义德·阿里－里萨－贾伊、侯赛因·塔基－阿巴迪：《伊朗最高领袖思想中

的发展和先进概念》，《伊斯兰管理学术季刊》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４７—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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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加了１１．４１７、７．８１３、３．７９５、２．８５９、１．６９６、６．４８７、１．８１、３．１５６、０．７５６、４．

７９１、７．２４６和４．７９７个百分点。有趣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速波动与总统

选举周期①的年份变化呈现出密切的相关性，ＧＤＰ增长率的大幅上升都出

现在总统选举周期的第１～３年，而大幅下降无一例外地发生在总统选举周

期的第３～４年（见图１）。

图１　伊朗ＧＤＰ年增长率波动图（１９８９—２０１４年）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②

之所以说是大幅波动，我们是将伊朗的ＧＤＰ增长率波动与同一时期世

界经济危机时的世界ＧＤＰ增长率波动对比后得出的，因为通常认为经济危

机时世界经济增长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１９８９年以来发生了两次较大规

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分别在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８年。１９９８年世界经济危机时，世

界ＧＤＰ增长率从１９９７年的３．６８３％下降到１９９８年的２．５３％，减少１．１５３个

百分点；之后增长率出现回升，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的 ＧＤＰ增长率分别为

３．２４３％和４．３８４％，分别同比增加了０．７１３个百分点和１．１４１个百分点。

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时，世界ＧＤＰ增长率从２００７年的４．３１９％先后降至２００８

①

②

伊朗的总统选举周期为４年。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Ｉｒａｎ，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ｈｔｔｐｓ：／／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Ｙ．ＧＤＰ．ＭＫＴＰ．ＫＤ．ＺＧ？ｅｎｄ＝２０１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Ｒ＆
ｓｔａｒｔ＝１９８８，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４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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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１．８５１％和２００９年的－１．６７９％，分别同比减少２．４６８个百分点和３．５３

个百分点；２００９年后世界经济增速回升，２０１０年增至４．２９９％，同比增加

５．９７８个百分点。①可见，年经济增长率减少１．１５３个百分点、增加０．７１３个百

分点就可以被认为是经济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而伊朗１９８９年后经

济增长率减少最少的一次也有１．１８５个百分点，增加最少的一次也有０．７５６个

百分点，因此称伊朗出现的经济增长波动为大幅波动是相对合理的。

经济随政治周期波动并非伊朗独有的现象，在美国等存在周期性选举

的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现象，已被概念化为政治经济周期（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ｓ），用来描述政治过程引发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② 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威廉姆·诺德豪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Ｎｏｒｄｈａｕｓ）指出，在民主政体下政府行为

受到私人利益的驱动，只关心自己能否连任。③ 他发现政府在每一届任期内

的政策模式是有规律可循的，即在任期之初采取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而在

临近选举前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政府之所以这样操控经济，是因为根据

菲利普斯曲线，政府能够通过在短期内提升通胀率来刺激生产率，进而加快

经济增速并增加就业，而选民在看到良好的经济表现后会增加对现任政府

治理能力的信任，现任政府连任的概率因而得到提升。④ 然而，诺德豪斯的

选举周期理论并不能解释伊朗选举周期经济增速所出现的变化，因为在伊

朗临近选举前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在选举后经济增速显著提升，这与政治

经济周期理论的预判截然相反。

从后霍梅尼时期的伊朗政治体制来看，伊朗政体与美国政治的主要区

别在于，伊朗存在一个凌驾于共和制度之上的最高领袖及其领导的教权体

系。抛开教权体系，伊朗的政治制度类似于美国的总统制，伊朗总统由选民

直选产生，总统领导政府内阁负责处理国家的行政和外交事务，总统可以连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Ｉｒａｎ，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ｈｔｔｐｓ：／／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ＮＹ．ＧＤＰ．ＭＫＴＰ．ＫＤ．ＺＧ？ｅｎｄ＝２０１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Ｒ＆ｓｔａｒｔ
＝１９８８，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４月６日。

文建东：《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１９９８年第１０期，第

５６页。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２，Ｎｏ．２，１９７５，ｐｐ．１６９－１９０．

Ｉｂｉｄ．，ｐ．１８７．



１５４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任两届并且总是积极寻求连任。如此来看，伊朗历届政府出于连任和自身

政治利益的考虑，理应会像历届美国政府那样操控经济增长。那么，到底是

什么原因导致伊朗总统选举前的经济增长变化总是有悖于在任政府的利

益？又该如何理解１９８９—２０１４年伊朗总统选举周期重复再现的经济增速反

常波动呢？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既有关于伊朗经济波动的解释及其不足

在给出伊朗经济增速反常波动的解释机制前，笔者对研究１９８９—２０１４

年伊朗经济波动的既有文献进行了回顾，归纳出三种与选举周期无涉的常

规分析视角，分别是全球油价波动论、经济制裁说和派系竞争的视角。以下

笔者将对上述三个视角分别进行介绍，并评析它们在解释伊朗总统选举周

期经济增长反常波动时存在的不足。

（一）全球油价波动论

石油产业是伊朗国民经济的命脉，石油出口收益是伊朗外汇收入和政

府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由于石油收入对于伊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有学者

对国际油价的波动如何影响伊朗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伊朗学者梅赫拉拉

（Ｍ．Ｍｅｈｒａｒａ）和卡迈朗（Ｎ．Ｏ．Ｋａｍｅｒａｎ）的研究与经济学家默罕默德·里萨·

法勒扎内甘（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Ｆａｒｚａｎｅｇａｎ）和冈瑟·马克沃特（Ｇｕｎｔｈｅｒ

Ｍａｒｋｗａｒｔ）的研究共同指出，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伊朗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

响，梅赫拉拉甚至认为油价波动是影响伊朗ＧＤＰ波动的决定性因素。① 法

勒扎内甘的研究选取了人均ＧＤＰ、汇率、通胀率、实际公共消费支出和实际

进口五个宏观经济变量作为观察变量，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处理后发现，上

述宏观指标在１９８９—２００６年同原油价格波动方向一致，以此证明伊朗经济

波动同油价变化密切相关。此外，伊朗学者萨迪克等人（Ｓ．Ｋ．Ｓａｄｅｑｉ　ｅｔ　ａｌ．）的

① Ｍ．Ｍｅｈｒａｒａ　ａｎｄ　Ｎ．Ｏ．Ｋａｍｅｒａｎ，“Ｏｉ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ｈ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Ｉｒａｎ，”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３，Ｎｏ．６，２００９，ｐ．１０５５；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Ｆａｒｚａｎｅｇａｎ　ａｎｄ　Ｇｕｎｔｈｅｒ　Ｍａｒｋｗａｒｄｔ，“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ｉｌ　Ｐｒｉｃｅ　Ｓｈｏｃ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１，Ｎｏ．１，２００９，ｐｐ．１３４－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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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频繁的油价波动对ＧＤＰ的增长有着负面影响。①

尽管上述研究都指出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与伊朗经济增长变化间存在相

关性，但油价波动不仅无法解释１９８９年以来所有的经济波动，更不能有效地

解释伊朗总统选举周期出现的经济增长波动。笔者将１９８８—２０１４年伊朗的

ＧＤＰ增长率和布伦特原油价格作比对后发现（见表１），在２６个年份中有１６
个年份油价和ＧＤＰ增长率呈现出同向变化（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在其余年份油价与 ＧＤＰ增长率呈现出反向变

化。这表明，油价并非决定伊朗经济增长的唯一要素。此外，油价也不能对

伊朗选举周期出现的经济波动作出充分解释。在第９、１０、１１届总统选举前

两年内出现了油价增长但ＧＤＰ增长率下降的现象；在其他几届总统选举前

尽管油价和ＧＤＰ增长率变化方向一致，但油价变化幅度和ＧＤＰ增长率的

变化幅度之间差异显著，ＧＤＰ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远大于油价的波动幅度。

表１　伊朗ＧＤＰ增长率与布伦特原油价格比较（１９８８—２０１４年）

年份
布伦特原油价格

（美元／桶）
原油价格年差 ＧＤＰ年增长率（％） ＧＤＰ增长率年差

１９８８　 １４．９４ －５．３９６

１９８９　 １８．２２　 ３．２８　 ６．０２１　 １１．４１７

１９９０　 ２３．６１　 ５．３９　 １３．８３４　 ７．８１３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６ －３．５５　 １２．３８３ －１．４５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３７ －０．６９　 ２．８３５ －９．５４８

１９９３　 １７ －２．３７　 １．０４ －１．７９５

１９９４　 １５．８ －１．２ －１．５１２ －２．５５２

１９９５　 １７．０１　 １．３　 ２．２８３　 ３．７９５

１９９６　 ２０．７　 ３．６９　 ５．１７３　 ２．８９

１９９７　 １９．０６ －１．６４　 ０．４８２ －４．６９１

１９９８　 １２．７１ －６．３５　 ２．１７８　 １．６９６

１９９９　 １７．９１　 ５．２　 ０．８５５ －１．３２３

① Ｓ．Ｋ．Ｓａｄｅｑｉ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ｉｌ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ｎ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Ｉｒａｎ：Ｍａｒｋｏｖ－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ｎ（ＡＥＳＩ），Ｖｏｌ．２，Ｎｏ．５，２０１３，ｐｐ．２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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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布伦特原油价格

（美元／桶）
原油价格年差 ＧＤＰ年增长率（％） ＧＤＰ增长率年差

２０００　 ２８．４４　 １０．５３　 ５．８５８　 ５．００３

２００１　 ２４．４６ －３．９８　 ０．７７９ －５．０７９

２００２　 ２５．０３　 ０．５７　 ７．２６６　 ６．４８７

２００３　 ２８．８１　 ３．７８　 ８．７３５　 １．４６９

２００４　 ３８．２３　 ９．４２　 ４．３７５ －４．３６

２００５　 ５４．４４　 １６．２１　 ３．１９ －１．１８５

２００６　 ６５．１６　 １０．７２　 ５　 １．８１

２００７　 ７２．５５　 ７．３９　 ８．１５６　 ３．１５６

２００８　 ９７．３７　 ２４．８２　 ０．２５１ －７．９０５

２００９　 ６１．６８ －３５．６９　 １．００７　 ０．７５６

２０１０　 ７９．６　 １７．９２　 ５．７９８　 ４．７９１

２０１１　 １１１．３６　 ３１．７６　 ２．６４６ －３．１５２

２０１２　 １１１．６２　 ０．２６ －７．４４ －１０．０８６

２０１３　 １０８．６２ －３ －０．１９４　 ７．２４６

２０１４　 ９９ －９．６２　 ４．６０３　 ４．７９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伊朗ＧＤＰ年增长率数据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布伦特油价数据整

理得出。

（二）经济制裁说

自１９７９年１１月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以来，伊朗一直遭受来自西方国家的

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早已是影响伊朗经济发展的一个常量。虽然学界在经

济制裁是否能够有效改变伊朗政治行为上存在分歧，但在经济制裁制约了

伊朗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上具有共识。牛新春认为，伊朗经济的主要特征是

出口原油和进口消费，是典型的“食利国家”①。这种国家的经济对进出口严

① “食利国家”是指一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收入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

政府不需要通过向公民征税来维持自身的运转，政府可通过进行社会补贴来换取民意支
持，因此政府决策具有较高的自主权。参见：Ｍ．Ａ．Ｃｏｏｋ　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Ｈｏｏｔａｎ　Ｓｈａｍｂａｙａｔｉ，
“Ｔｈｅ　Ｒｅｎｔｉｅｒ　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Ｉｒａ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Ｎｏ．３，１９９４，ｐｐ．３０７－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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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依赖且缺乏独立，因而易受西方经济制裁的影响。①孙立昕指出，联合国安

理会针对伊朗核计划与导弹研发活动的制裁和美欧对伊采取的单边制裁措

施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导致石油收入锐减、货币大幅贬值、对外贸

易困难，并对石油工业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②

经济制裁并不能有效地解释１９８９年以来伊朗总统选举周期出现的经济

波动。贾汉吉尔·奥姆兹加尔（Ｊａｈａｎｇｉｒ　Ａｍｕｚｅｇａｒ）的研究发现，１９８９—

１９９７年伊朗的经济下行与美国的制裁并无显著关系，主要是经济管理不善

和低生产率所致。③也有研究指出，从经济增长率、恶性通货膨胀等主要经济

指标来看，制裁造成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④ 法勒扎内甘的研究发现，仅在

美国和欧洲在２０１０年连续发起针对伊朗核心金融机构和石油工业的制裁

后，制裁才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⑤总之，经济制裁或许能部分地

解释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伊朗ＧＤＰ增长率的下降，但作为影响伊朗经济发展

的常量，仅凭经济制裁并不能对其他时期出现的经济波动给予解释。

（三）派系竞争的视角

作为一个“分裂的威权主义”国家 ⑥，派系主义是伊朗政治的重要特征

之一。不同派系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议题上的激烈争论从未停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牛新春：《伊朗的“经济圣战”：一场政权保卫战》，《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
期，第９６—１０７页。

孙立昕：《美国制裁伊朗的现状、效果及影响》，《当代世界》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

４８—５１页。

Ｊａｈａｎｇｉｒ　Ａｍｕｚｅｇａｒ，“Ｋｈａｔａｍ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ｔ　Ｍｉｄ－Ｔｅｒｍ，”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５３，Ｎｏ．４，１９９９，ｐ．５３６．

韩建伟：《伊朗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前景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７年５
期，第１７页。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Ｆａｒｚａｎｅｇ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ｒａ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Ａ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３３，

Ｎｏ．１，２０１３，ｐｐ．１３－３６．
Ｍａｒｓｈａ　Ｐｒｉｐｓｔｅｉｎ　Ｐｏｓｕｓｎｅｙ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Ｐｅｎｎｅｒ　Ａｎｇｒｉｓｔ，ｅｄｓ．，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Ｂｏｕｌｄｅｒ：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２００５），ｐｐ．６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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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①，政府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总会遭到来自其他利益集团的掣

肘，因此有学者就派系政治如何影响伊朗经济发展进行了探究。挪威经济

学家科耶提勒·毕尤瓦腾（Ｂｊｅｔｉｌ　Ｂｊｏｒｖａｔｎ）的研究发现，伊朗政治中长期存

在的派系间利益争夺，加剧了与派系关系密切的国有及半国有企业的寻租

活动，这阻碍了私人资本进行投资，最终导致经济效率下降。他将这一现象

称为“破坏性竞争”。② 法勒扎内甘的研究支持了毕尤瓦腾的结论，其研究

证明石油收益始终有利于伊朗经济增长，而最终经济增长发生何种扭曲则

取决于派系活动的频度及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当派系竞争频繁且没有任

何一方占据主导权时，派系政治对经济增长将产生负面影响，尤其体现在对

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的影响上。③

派系竞争对伊朗选举周期内出现的大幅经济波动有一定解释力，因为

总统选举前派系竞争通常会加剧，反对派为了夺取行政权频繁妨碍总统施

政，致使总统的经济绩效在选举前出现大幅下降，从而增加了自己在选举中

获胜的可能。然而，派系竞争视角在解释伊朗总统选举周期经济波动时存

在两点不足。首先，伊朗政坛中派系间实力并非总是均势的，右派（保守派）

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在多数时间远多于左派（改革派）④，在右派执政期间

左派很难对右派总统施政制造实质性障碍。其次，毕尤瓦腾和法勒扎内甘

的研究都沿用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集体选择理论的假定，即将国家看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ｚｉａｒ　Ｂｅｈｒｏｏｚ，“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ｒ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７，Ｎｏ．４，１９９１，ｐｐ．５９７－６１４；Ａｎｏｕｓｈｉｒａｖａｎ　Ｅｈｔｅｓｈａｍｉ　ａｎｄ　Ｍａｈｊｏｏｂ
Ｚｗｅｉｒｉ，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Ｉ．Ｂ．Ｔａｕｒｉｓ　＆ Ｃｏ　Ｌｔｄ，

２００７）；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　Ｋａｄｉｖａｒ，“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７ｔｏ　２００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８，Ｎｏ．６，２０１３，

ｐｐ．１０６３－１０８６；陆瑾、刘岚雨：《伊朗政治温和派的崛起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
年第１０期，第５２—５７页。

Ｂｊｅｔｉｌ　Ｂｊｏｒｖａｔｎ　ａｎｄ　Ｋｊｅｔｉｌ　Ｓｅｌｖｉｋ，“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ｉｎ　Ｉｒａｎ，”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１，２００８，ｐｐ．２３１４－２３２４．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Ｆａｒｚａｎｅｇａ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ｒｉｃｈ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Ｏｉ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Ｉｒａｎ：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ｓ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ｉｌ　Ｉｒａｎ，”ＪＡＨＲＥＳＴＡＧＵＮＧ
２００９　ｄｅｓ　ＶＥＲＥＩＮＳ　ＦＲ　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　Ｍａｇｄｅｂｕｒｇ，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
ｏｖｇｕ．ｄｅ／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ｍｅｄｉａ／ｐａｐｅｒｓ／Ｆａｒｚａｎｅｇａｎ＿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Ｒｅｚａ＿ｕｉｄ９１２＿ｐｉｄ８２１．ｐｄｆ，访
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４月５日。

２００１年哈塔米当选总统后，左派开始以改革派在政坛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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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利益集团角逐利益的平台①，这显然忽视了伊朗存在一个超然于派系

之外的绝对权威的事实，伊朗最高领袖作为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威对国家的

各项事务持有最终决定权，他完全可以终结有损国家经济发展的派系斗争，

兑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对民众的经济承诺，强化政治统治合法性。

三、二元等级权力结构下的“合法性矛盾”与选举周期

为更好地解释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作者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二元等

级权力结构下最高领袖与总统合法性来源之间的矛盾为主线，构建了对伊

朗总统选举周期经济反常波动的解释逻辑。本文的基本立论是：伊朗后霍

梅尼时期总统选举周期反复再现的反常经济增速波动是最高领袖的神授合

法性与总统的经济绩效合法性间的矛盾所致。经济增速提升有助于加强负

责国家行政事务总统的绩效合法性，但同时会导致领袖神授合法性的削弱，

进而缩小了领袖与总统间的权威差距；而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不仅有助于延

缓世俗化进程对领袖神授合法性的削弱，而且有助于维护领袖对总统的权

威优势和教法学家监政的政治体制。在伊朗二元等级权力的政治结构下，

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造成伊朗经济在总统选举周期出现反常波动。

本文的合法性概念是指民众对政治统治同意和支持的观念，它关系到

政权稳定和统治效力。②合法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任何政权的合法性都不

是与生俱来的。为了更好地统治，政权需要获得合法性，赢得民众的尊重。③

赵鼎新提出，合法性的来源有三个理想类型：意识形态、绩效和选举程序。④

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指民众对政治统治意识形态的认同，其基础是价值理性；

绩效合法性是指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和福

①

②

③

④

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１—１１５页。

白钢、林广华：《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４２—

４３页。

迈克尔·罗斯金：《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１１页。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２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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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保障上的能力，其基础是工具理性；程序合法性是指国民对国家最高统治

者产生程序的认同，其基础是形式理性；①三个合法性来源此消彼长。② 合

法性与权威的关系是，合法性是权威的基础，直接影响权威的大小，而权威

影响着权力的作用效果。当合法性增加时，权威相应增大，权力的作用效果

将提升；当合法性减少时，权威相应弱化，权力的作用效果将被削弱。

通常而言，对合法性的维护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为经济和社会发展

创造条件被认为是政权稳定与有效运行的基本要件③，是合法性的最重要基

础之一④。为了使共同体中的成员认可统治者是合法的，政府需要证明自己

提供公共福祉的能力。⑤ 因此，任何统治者为了维系政治统治都需要提升经

济绩效。杨宏星和赵鼎新在研究中国经济奇迹时发现，由于绩效合法性对

于中国政治统治合法性十分重要，国家能够及时依据情况做出符合经济发

展的政策调整，这是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⑥ 然而，上述观点

都假定了统治集团内部是团结统一的，但现实中统治集团内部往往是派系

化的，各有各的利益，他们在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具体政策上总有分歧，二元

等级权力结构下的伊朗政权就是这种情况。

伊朗的二元等级权力结构是在１９８９年《宪法》修订后确立的。⑦１９８９年

《宪法》修改后，原先作为内阁领袖的总理职位被取消，其权力全部移交给了

总统，总统权力得到极大提升，成为仅次于领袖的国家二号权力人物。尽管

领袖和总统同属国家统治集团，但领袖和总统的合法性基础存在差异。领

袖的合法性主要来自意识形态合法性中的神授合法性，而总统的合法性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学术月刊》２０１６年第８期，第１６６—１７８页。

同上，第１７７页。

林尚立：《在有效性中积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４８页。

龙太江、王邦佐：《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兼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
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１６９页。

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７—

５０页。

Ｈｏｎｇｘ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ｎｇｘｉｎ　Ｚｈａ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Ｓｔａｔ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ｉｒａｃ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４，Ｎｏ．９１，

２０１５，ｐ．６５．
根据１９８９年《宪法》，领袖权力在总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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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则是选举程序和执政绩效。尽管领袖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其

合法性基础却相对脆弱，处于不断削弱的过程，因为在信徒眼中真主是永恒

无咎、绝对正确的，他们期待作为真主现世代理人的最高领袖不会犯错。然

而，领袖在处理现世问题时，往往会因恪守旧规而犯错，他在国家政治、经济

及社会事务上任何一个不当干预都会削弱他在民众心中的合法性。此外，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尽管自上而下的宗教化运动

一直在推进，但收效甚微，伊朗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从未停止，民众对意识形

态化的宗教的排斥情绪不断增长。伊朗著名宗教学者卡迪瓦尔（Ｋａｄｉｖａｒ）指

出，伊朗的世俗化进程从未停止并一直在向世俗国家方向发展，没有任何方

式可以停止这一进程。在伊朗除青年人外，中年人也是世俗国家的支持

者。① 相对于领袖脆弱的合法性，总统的合法性则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加

强。伊朗总统每四年经由选民投票产生，其合法性源自民主选举，这决定了

总统的首要关切是满足选民的需求，而在后霍梅尼时期伊朗多数民众的首

要需求是提升物质生活水平，总统从而可以通过提升经济绩效来强化其执

政权威并实现连任。

随着总统经济绩效的提升，领袖的合法性和权威会受到挑战。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伊朗世俗化推动力量的中产阶级在规模和经济

实力上得到增强，导致伊朗政治和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加速，造成领袖神授合

法性的削弱；另一方面，在总统经济绩效的提升过程中，总统的合法性将得

到增强，进而带来权威的增加，这最终对最高领袖的权威优势构成挑战。可

见，在１９８９年伊朗二元等级权力结构确立后，领袖和总统之间的合法性来源

存在结构性矛盾，总统合法性的增强会削弱领袖的合法性基础并挑战领袖

的政治权威。

在领袖与总统合法性来源存在矛盾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并不利于维护

领袖在政治统治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落后就一定

符合领袖的利益，因为在后霍梅尼时期经济绩效已经成为伊朗政治统治合

法性的首要来源。因此，经济发展虽然不利于维护领袖权威，但是在合法性

① Ｊｕｌｉｅ　Ｐｏｕｃｈｅｒ　Ｈａｒｂｉｎ　ａｎｄ　Ｋａｄｉｖａｒ，“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Ｕｎｓｔｏｐｐａｂｌｅ，”Ｄｕｋｅ　Ｔｏｄａｙ，Ａｐｒｉｌ　１８，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ｓ：／／ｔｏｄａｙ．ｄｕｋｅ．ｅｄｕ／２０１２／０４／

ｋａｄｉｖａｒｔａｌｋ，２０２０年４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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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危机时，提升经济增速是符合领袖利益的。

一方面由于经济绩效的提升不利于领袖合法性和权威优势的维护，另

一方面经济发展对于维护整个政治统治合法性经济发展又是不可或缺的，

因而波动性的经济增长对于领袖最为有利。显然，总统选举经济周期的第３

～４年出现经济增速下降对于领袖最为有利。一方面，这一时期经济增速下

降会削弱总统的合法性，避免了出现高权威的强势总统；另一方面在选举周

期的第１～２年出现经济增速提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之前遏制经济对

政治统治合法性造成的破坏，有助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维护。此外，总统任

期初的经济增速加快有助于让民众相信总统在经济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使得民众在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时将改善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变更总统上，

而不是寻求政权更迭。

笔者用图２来总结本文提出的“合法性矛盾”的解释逻辑。领袖和总统

在合法性维护过程中会产生两种互动模式。第一种是共同维护政治统治的

绩效合法性，这通常发生在国家经济急剧恶化威胁到政治统治合法性时，为

延续政权生存领袖将配合总统施政，带来经济增速的上行。第二种是维护

个体权威的互动模式，这通常发生在政治统治合法性稳定的时期，总统和领

袖为维护各自权威而竞争，占据权力优势的领袖为确保对总统的权威优势

而阻碍总统施政，导致经济的下行。两种模式在不同时期的交替上演，正是

导致伊朗经济增长在选举周期出现反常波动的原因。

图２　伊朗总统选举周期经济反常波动的解释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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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领袖干预经济的途径及案例选择

（一）领袖的途径

　　领袖干预经济的手段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领袖哈梅内伊在就任初期

相对缺少前任最高领袖的超凡魅力，权力根基也尚待稳固。此时最高领袖

主要是通过间接支持或反对总统的竞争对手来实现对经济的影响。例如，

在议会中的右派对拉夫桑贾尼政府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预算草案集中提出反对时，

领袖保持了沉默，在压力下拉夫桑贾尼政府大幅减少了预算。此外，其成员

直接或间接地由领袖任命的宪法监护委员会（简称“宪监会”）在对总统候选

人和议员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时，一些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上看法与领

袖存在明显差异的候选人很难通过资格审查进入竞选环节。之后，随着领

袖权力的巩固和增长，其经济实力也稳步提升。霍梅尼基金会、受压迫者基

金会、伊玛目里萨圣陵基金会、伊玛目执行命令总部、三月十五基金会等政

府外的经济组织由最高领袖领导，这些经济组织的总资产在２０１６年占到伊

朗经济总量的３０％。① 受高领袖指挥的革命卫队是多数国家工程项目的承

包建设者，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力量。革命卫队在维护国家安全利

益时的行为有时在客观上会影响政府尝试吸引外资的努力。例如，２００４年５

月伊朗第９届总统选举前，革命卫队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封锁了伊玛目

霍梅尼国际机场，接管了土耳其ＴＡＶ公司的机场经营权。此外，革命卫队

开展的海外军事行动②、与他国军队的安全摩擦、正常的导弹试射等活动也

有可能会影响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与投资。

①

②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ｔｚｍａｎ，“Ｉｒａｎ’ｓ　Ｓｔａｔｅ－ｌｉｎｋｅｄ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ｓ，”ＣＲ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ｆａｓ．ｏｒｇ／ｓｇｐ／ｃｒｓ／ｍｉｄｅａｓｔ／ＩＮ１０５９７．ｐｄｆ； Ｂａｂａｋ　Ｄｅｈｇｈａｎｐｉｓｈｅｈ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
Ｓｔｅｃｋｌｏｗ，“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Ｋｈａｍｅｎｅｉ’ｓ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　Ｔｈｒｉｖｅｄ　ａｓ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ｑｕｅｅｚｅｄ　Ｉｒａ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ｕｓ－ｉｒａｎ－ｓｅｔａ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ｄＵＳＢＲＥ９ＡＢ０ＮＷ２０１３１１１２，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４月６日。

Ｓａ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Ｉｒ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Ｈ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７），ｐ．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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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选择

“合法性矛盾”的解释逻辑一直贯穿在１９８９—２０１４年所有的政治经济周

期中。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所有周期逐一进行分析。我们之所以

选取了拉夫桑贾尼总统第一任期作为分析案例，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拉夫桑贾尼第一任期具有代表性。延续至今的领袖与总统之间

的等级二元权力结构，在拉夫桑贾尼第一任期时就已确立。在这一选举周

期出现的领袖为维护政治统治合法性与权威优势配合与阻挠总统施政的交

替模式，在其他选举周期重复再现。

第二，通过对拉夫桑贾尼第一任期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控制诸如油价波

动、经济制裁、政府经济政策等影响伊朗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在这一时期

国际油价并未出现大幅下降或上升，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制裁未出现显著增

减，政府经济政策也一直秉承着新自由主义原则。因此，对这一任期的分析

可更为集中地体现领袖配合或阻碍总统施政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五、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拉夫桑贾尼总统第一任期
经济波动的案例分析

（一）合法性危机下的选择

　　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和霍梅尼的去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失去了旧有

的合法性基础，而新的合法性基础此时又极为薄弱，国家的政治统治合法性

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１９８９年之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统治合

法性主要建立在第一任领袖霍梅尼的超凡个人魅力、革命意识形态和国防之

上，经济绩效在维护政治统治合法性上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两伊战争的结

束及霍梅尼的离世，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没能逃过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常规

化”命运。当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基本定型，社会势必走入更为稳定的发展阶

段，魅力型权威将让位于讲求强制的传统型权威或讲求法制的法理型权威。①

①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７），ｐｐ．３６１－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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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之后的最高领袖变成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官僚体制的一部分，从魅

力型权威变成了传统型权威，经济绩效代替意识形态成为其主要合法性

来源。

然而，两伊战争后的伊朗经济很难给政治统治带来足够的合法性。两

伊战争对伊朗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１万亿

美元①，超过了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在整个２０世纪的石油收入②。１９８９年伊

朗的人均收入相较于１９７８年减少了近４５％③，通货膨胀率高达２９％，消费

价格增加了６００％，远超１２０％的工资增长率④。与此同时，革命时期的生育

高峰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第一次人口爆炸，导致民众对更多基础设施和工作

的需求。此外，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发生了从革命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

在霍梅尼时期，消费这一概念是带有强烈负面色彩的，被认为是西方的概

念，是西方文化的侵略工具且带有权贵主义色彩，受到霍梅尼和左派的反

对。但是，在霍梅尼去世后，之前被抑制的消费主义文化在社会中迅速蔓

延，甚至传统的宗教家庭都与消费主义实现了和解。⑤ 一方面是战后糟糕的

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是民众急剧增长的物质需求，此时作为新时期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主要合法性基础的经济绩效合法性显得十分薄弱。

拉夫桑贾尼和新任领袖哈梅内伊都明确意识到政权的生存取决于它的

经济绩效，而非突出意识形态。拉夫桑贾尼批评那些认为伊斯兰只是神圣

宗教而不关心民众物质生活的观点，强调处在社会管理位置上的人必须消

除民众在物质需求上的担忧。⑥在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的一次周五聚礼布道中，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ａｈａｎｇｉｒ　Ａｍｕｚｅｇａｒ，Ｉｒａ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Ｌｏｎｄｏｎ：Ｉ．
Ｂ．Ｔａｕｒｉｓ，１９９３），ｐ．２７６ａｎｄ　３０４．

Ｆａｒｈａｎｇ　Ｒａｊａｅｅ，Ｉｓｌａ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ｏｎ　Ｍａ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２．

Ａｎｏｕｓｈｉｒａｖａｎ　Ｅｈｔｅｓｈａｍｉ，Ａｆｔｅｒ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５），ｐ．１００．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Ｍａｌｏｎｅｙ，Ｉｒ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３４２．
Ａｂｂａｓ　Ｋａｚｅｍｉ，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ｅｈｒａｎ：

Ｆａｒｈａｎｇ－ｅ　Ｊａｖｉ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ｐｐ．１４１－１４５．
Ｒａｙ　Ｔａｋｅｙｈ，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ｙａｔｏｌｌａｈ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１１１－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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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桑贾尼将经济建设描述成宗教使命，他指出：“提起伊玛目阿里①的生平，

经常会说他的勇敢、知足、博学、节制、孝顺，却很少提到他对像农业生产和

土木工程之类的经济事务的重视。伊玛目阿里从来没有打算在不事劳务中

度过自己的一生，相反他支持任何有价值的劳动，把农业和土木工程当作经

济活动来对待，包括开发土地、挖渠、进行耕种等活动。作为国家行政的负

责人，我认为我们必须用所有的人力和经济资源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②总

之，当时新任领袖哈梅内伊和秉承务实主义的拉夫桑贾尼试图重建新的社

会契约，通过重振经济来满足战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提升政治统治

的经济绩效合法性。

（二）“左”“右”联手：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与新时期的开启

尽管当时的伊朗政治精英都认识到需要通过经济重建来巩固政治统治

合法性，但在方式上存在分歧。１９８８年８月前后，伊朗国内政客就如何进行

战后重建展开了争论并形成了两派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应继续战

争时期对经济的全面管控，发展国有经济，拒绝外国资本，主张对社会财富

进行再分配和提升国家福利体系。总理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和一些激进左

派教士是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第二种观点主张，应减少国家对经济的

干预，实行私有化，恢复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这一观

点的支持者包括拉夫桑贾尼及其周边的务实派（当时又称温和保守派或现

代保守派）、哈梅内伊及其盟友右派（当时又称强硬保守派或传统右派）和传

统巴扎商人。③随着两派的经济争论在媒体中的公开，民众也形成了自己的

态度。根据伊朗国内媒体的报道，当时多数伊朗民众支持第二种观点④，民

众倾向于一个更加温和的政府，一个更加开放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打破政

府在战时对经济的垄断。

①

②

③

④

在伊朗信奉的什叶派十二月伊玛目派中，阿里是第一任伊玛目，生活在公元

６００—６６１年。他被认为是穆罕默德的真正继承人。
［伊朗］《拉夫桑贾尼在周五聚礼上的讲话》，《信息报》，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９日，第６页。
［伊朗］阿巴斯·沙德鲁：《伊斯兰运动中多元主义和左右两派的形成的历史研

究（１３６０—８０）》，德黑兰：瓦扎拉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０８页。
［伊朗］同上，第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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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民意，左派被迫选择在总统选举中支持秉承务实主义的拉夫桑贾

尼。时任左派核心组织战斗教士协会秘书长的迈赫迪·卡卢比在选举前

五个月公开表示：“我个人认为，霍贾特伊斯兰哈希米·拉夫桑贾尼是最适

合和最有资格担任这一职位（总统）的人。对于我们（左派）而言，拉夫桑贾

尼当选总统更有利。我曾在会议上向教士们提出将拉夫桑贾尼作为候选人

的想法，最后的投票结果是我们将支持拉夫桑贾尼作为我们的总统候

选人。”①

除左派外，领袖领导的右派也表达了对拉夫桑贾尼的支持。右派组织

战斗教士联盟发言人纳提克·努里在总统选举前的３个月表达了对拉夫桑

贾尼的支持。他说：“在最近召开的战斗教士联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大家

投票通过了将霍贾特伊斯兰哈希米·拉夫桑贾尼作为我们支持的总统候选

人。”同属右派的前商业部长、时任右派组织伊斯兰联盟党秘书长哈比博

拉·阿斯卡尔乌拉迪在总统选举前肯定和赞扬了拉夫桑贾尼的经济重建计

划，并鼓励民众投票给拉夫桑贾尼。他说：“霍贾特伊斯兰哈希米·拉夫桑

贾尼的计划来源于伊玛目（霍梅尼）思想的整体指导，承诺让更多民众参与

到重建和建设中，通过对国家治理经验和资源的充分利用与通胀作战、增加

就业和提高生产。”②此外，右派议员里萨·扎瓦雷伊也公开表示拉夫桑贾尼

是总统的最佳人选。③

为保证拉夫桑贾尼顺利当选总统，领袖控制的宪监会在对８０名报名候

选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后只让２人获得了竞选资格，一人是拉夫桑贾尼，另一

人是自由阵线前成员阿巴斯·什巴尼。什巴尼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

可能获胜，他对待选举的态度非常消极，甚至拒绝了所有竞选资助，并建议

将这些钱捐给慈善基金。④ 最终，拉夫桑贾尼轻而易举地赢得了选举，获得

了９４．３８％的选票，而他的对手什巴尼只获得了３．８５％的选票。领袖哈梅内

①

②

③

④

［伊朗］阿巴斯·沙德鲁：《伊斯兰运动中多元主义和左右两派的形成的历史研
究（１３６０—８０）》，德黑兰：瓦扎拉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同上，第２１２页。

同上，第２１２—２１３页。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Ｍａｌｏｎｅｙ，Ｉｒ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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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在选举结束后公开表达了对拉夫桑贾尼的支持。①拉夫桑贾尼当选标志着

伊朗新的政治、经济时期的开启，战后重建、政治温和化、与其他国家建立互

信和实现经济繁荣成为新时期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

（三）别无选择的支持：左派议会通过内阁提名

为了更好地进行经济改革，拉夫桑贾尼在挑选内阁成员时非常重视他

们的专业性，最终形成的内阁提名名单主要由技术官僚构成，工程师的数量

远多于教士，大都拥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并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名副其实的

“重建内阁”。②据统计，拉夫桑贾尼的内阁成员有２３人在西方学习过，像第

一副总统哈桑·哈比比、经济部长莫赫森·努尔巴哈什、外交部长韦拉亚提

这样的高级官员甚至拥有海外博士学历。③

拉夫桑贾尼的内阁名单公布后，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右派和务实派

在新政府中得到了重用，只有很少的左派人士得到了留任，在２２名内阁提名

人中只有３人来自左派，分别是商务部部长阿卜杜拉侯赛因·瓦哈吉、科技

部长莫斯塔法·莫因和伊斯兰文化指导部部长默罕默德·哈塔米。而在此

前的穆萨维政府中，重工业部、劳工部、内政部、高教部、教育部、工业部、矿

业部、商业部和农业部的部长都是左派人士。更令左派不满的是，拉夫桑贾

尼免除了前左派总理穆萨维作为烈士基金会负责人的职位，任命右派人士

革命卫队前部长莫赫森·拉菲戈杜斯特为新的负责人，该基金会在革命后

接手了约有３０亿美元资产的巴列维基金会。④

领袖和右派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对拉夫桑贾尼内阁提名的支持。领袖的

亲信纳提克·努里在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６日的公开讲话中说：“我和我的朋友们

为了政权和革命的利益，决定支持拉夫桑贾尼提名的２２名内阁候选人，使他

①

②

③

④

［伊朗］阿巴斯·沙德鲁：《伊斯兰运动中多元主义和左右两派的形成的历史研
究（１３６０—８０）》，德黑兰：瓦扎拉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４页。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Ｍａｌｏｎｅｙ，Ｉｒ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ｐ．３５０－３５１．
蒋真：《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５页。

Ｅｒｖａｎｄ　Ａｂｒａｈａｍｉａ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ｒ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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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够开展工作和解决问题。议会议员们请注意，当前敌人仍想对我们进

行打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全力支持和加强哈希米（拉夫桑贾尼）的

内阁。”①

左派并没有在领袖和右派的压力下轻易妥协。为避免左派核心人物阿

里－阿克巴尔·莫赫塔沙米普尔失去内政部长的职位，１３８名左派议员联名

要求拉夫桑贾尼留任莫赫塔沙米普尔。但是，拉夫桑贾尼没有接受议员们

的要求。他呼吁他之前的议会同僚们多考虑这些提名人的个人能力，而非

他们的政治倾向。② 最后，一方面考虑到战后政治统治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来自领袖和右派的压力，左派克制了不满，表达了对拉夫

桑贾尼政府的全力支持。１９８９年８月３０日，左派议长卡卢比表达了对拉夫

桑贾尼内阁名单的支持：“综合考虑之下，我支持哈希米先生的内阁提名名

单，这是一个支持受压迫者的内阁，内阁中有很多烈士的亲属，他们为伊斯

兰革命不辞辛劳。我和哈希米先生一样，相信这一届内阁是有工作能力和

经验的内阁。”③之后，议会高票通过了拉夫桑贾尼的内阁部长提名名单，这

为拉夫桑贾尼政府迅速开展经济重建创造了条件。

（四）围剿左派：扫除重建阻碍与经济起飞

组阁的成功使拉夫桑贾尼得到了制定重建政策的主动权。他试图在新自

由主义教条的指导下实施结构性调整计划（ＳＡＰｓ）。ＳＡＰｓ的主要目标是促进

经济增长、抑制政府赤字、解决伊朗的贸易失衡、振兴油气部门、提升伊朗的国

防实力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手段主要包括发展工业、减少国家干预、进行国

企私有化、发展市场经济、引进国际资本、减少政府补贴和进行货币贬值。

由于左派在重建政策上与拉夫桑贾尼存在分歧，他们对拉夫桑贾尼的

重建计划深怀疑虑。左派担忧新的计划会加强巴扎商人的实力，进而增加

依靠商人阶层的右派的实力，因此对政府的重建计划展开了猛烈抨击。左

①

②

③

［伊朗］阿巴斯·沙德鲁：《伊斯兰运动中多元主义和左右两派的形成的历史研
究（１３６０—８０）》，德黑兰：瓦扎拉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５页。

Ｂａｈｍａｎ　Ｂａｋｔｉａｒｉ，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ｒａｎ：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Ｇａｉｎｅｓｖｉｅｌ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１９９６），ｐ．１９０．

Ｉｂｉｄ．，ｐ．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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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对重建计划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左派认为，ＳＡＰｓ会使掌权者和

与其关系密切的商人中饱私囊，这违背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保护社会正义

的使命；第二，他们警告重建计划将导致政府负债过度，迫使政府对外进行

贷款，导致西方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征服。左派还强烈反对偿还外国承包

商融资的新政策，即回购合同（ｂｕｙｂａｃｋ）①。左派议员阿普杜勒哈桑·哈利

扎迪指责回购合同是在允许“外国人替我们在基础工业领域制定政策。他

们会成为真正的投资者，而我们将沦为他们和第三世界间的经纪人”②。

面对左派对政府的发难，领袖主导的右派再次挺身而出。右派议员在

议会中对五年计划草案进行了维护，来自设拉子的右派议员在回击左派的

观点时指出：“在我们距富裕生活已经有几光年的时候，他们（左派）仍提倡

贫穷创造独立。他们没有认识到当贫穷走进我们家中时，信仰（伊斯兰）也

会离开。”③在经历了近４个月的议会审查后，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终于在

１９９０年１月通过。这主要得益于拉夫桑贾尼、领袖及右派间的协调一致，尽

管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也有分歧，但领袖整体上表达了对计划目标和框架的

支持。

五年计划批准后得到了迅速执行。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１财年，政府宣布开始私

有化，对外出售了４００家国有企业。④根据当时的报告统计，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伊

朗对价值总计约１７０００亿里亚尔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⑤伊朗的私有化

法案非常符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ＳＡＰｓ，《经济学人》杂志

这样评论：“伊朗虽然自愿地采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建原则，但是并

没有要求相应的贷款”⑥，拉夫桑贾尼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故意保持与国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回购合同是指用承包商投资产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来偿还其融资。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Ｍａｌｏｎｅｙ，Ｉｒ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３５９．
Ｂａｈｍａｎ　Ｂａｋｔｉａｒｉ，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Ｇａｉｎｅｓｖｉｌ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

１９９６），ｐ．１９７．
Ｉｂｉｄ．
Ｊａｈａｎｇｉｒ　Ａｍｕｚｅｇａｒ，“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ｙｌｅ，”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１４，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ｐ．６０－７８．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Ｍａｌｏｎｅｙ，Ｉｒ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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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组织间的距离，避免招致左派的抨击。

为了寻求新的出口市场，以及为国内重建营造一个更为良好的国际环

境，拉夫桑贾尼政府开始修复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取得积极成

效。１９８９年１１月，西德外长率领由１１２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伊朗。在

访问期间，伊朗同西德达成了初步的工业投资和培训协议，所有这些都将得

到西德银行的贷款支持。① 之后，欧洲高级官员纷纷将伊朗列入他们的出访

计划中。１９９０年８月，拉夫桑基尼在公开讲话中表示：“我们战后的外交政

策将比战时更为开放……我们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向世界解释我们的意图，

和世界民众进行交流。”②拉夫桑贾尼还通过明确外国投资的法律框架来吸

引国际资本进入伊朗。１９９２年，伊朗财政部宣布允许外国人对伊朗公司拥

有所有权，并且提供针对国有化和资本回流的保护。③

１９９０年，拉夫桑贾尼试图打破伊朗与外国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机构间

的隔离状态。经过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伊朗终于在

１９９１年获得了第一笔贷款。④此外，拉夫桑贾尼积极尝试改善与美国的关

系。在１９８９年８月拉夫桑贾尼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布道演讲中，他明确呼

吁美国与伊朗合作共同解决黎巴嫩内战和人质问题。作为回应，老布什总

统重申了对伊的修好政策，他说：“我们不必余生一直与伊朗为敌。”⑤之后，

美国在解冻伊朗在美资产上采取了合作的姿态。

看到拉夫桑贾尼在经济重建上取得积极成效后，左派加大了对其政策

的抨击。左派报纸《和平报》在１９９２年３月３１日先是刊登了左派组织伊玛

目路线联盟的宣言，反对拉夫桑贾尼政府的私有化、市场化和削减补贴的经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ｌａｉｎｅ　Ｓｃｉｏｌｉｎｏ，“Ｔｅｈｒａｎ　Ｆｉｎｄｓ　Ｗａｒ　Ｗａｓ　Ｅａｓｉ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ａｎ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Ｐｅａ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１９８９，ｐ．１．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Ｍａｌｏｎｅｙ，Ｉｒ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３６５．
“Ｉｒａｎ　Ａｌｌｏｗ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ｔｏ　Ｂｕｙ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Ｊｕｎｅ　２９，

１９９２，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４月６日。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Ｗｅｉｓｓ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Ｅ．Ｓａｎｆｏｒ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Ｉｒａｎ，”Ｃ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Ｕｐｄａｔｅ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８，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ａｓ．ｏｒｇ／ｓｇｐ／ｃｒｓ／ｍｉｄｅａｓｔ／

ＲＳ２２７０４．ｐｄｆ．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Ｍａｌｏｎｅｙ，Ｉｒ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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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策，指出在市场经济下受压迫者将会破产，因而必须对基本生活品继续

进行补贴。①４月９日，《和平报》又对拉夫桑贾尼政府对外贷款的行为进行

了批评：“卷入借款国的殖民漩涡中是极为危险的，将会威胁到革命和国家

的独立，我们的政治原则是反对向国外贷款。”②５月４日，左派政客莫赫塔

沙米普尔对拉夫桑贾尼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进行了抨击：“我们说这个国家

有工业、财富和矿产，这个国家可以靠伊朗人自己取得发展，我们不应该将

手伸向外国人。难道我们只有在接受了世界殖民和资本主义体系后才能保

卫我们的政权？！”③议长卡卢比在１９９１年５月１日对拉夫桑贾尼的对美政

策进行了批评：“和美国建立关系只会损害我们的利益，美国一直没有放弃

对伊斯兰革命的仇视。”④面对左派的攻击，拉夫桑贾尼进行了强硬回应。他

逮捕了《和平报》主编阿巴斯·阿布迪。

在左派全盘否定拉夫桑贾尼的重建政策时，最高领袖和右派却基本保

持了对拉夫桑贾尼政府的支持。领袖哈梅内伊在公开讲话中为政府的经济

自由化政策进行了辩护。他说：“我们不是在追寻西方概念下的市场经济，

相反我们追寻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合适的来满足我们需要的伊斯兰的手

段。”⑤和拉夫桑贾尼一样，哈梅内伊驳斥了认为伊斯兰生活的全部是苦难和

禁欲的观点：“伊斯兰有现世和来世的计划，政府官员必须同等对待民众的

物质精神需求。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乌托邦社会不关心民众的物质问题和福

利，这无异于在说宗教、神圣和唯心主义是不关心民众生活的，这违背了伊

斯兰教和宪法的明确要求。解决民众遇到的问题，为民众能够享受富足、便

宜和便利的繁荣生活开辟道路是负责任的国家官员所肩负的伊斯兰义务，这

是可以实现的，是伊斯兰和我们亲爱的伊玛目（霍梅尼）理想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⑥右派对拉夫桑贾尼的外交政策给予了全面支持，有右派人士甚至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伊朗］阿巴斯·沙德鲁：《伊斯兰运动中多元主义和左右两派的形成的历史研
究（１３６０—８０）》，德黑兰：瓦扎拉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２６页。

同上，第２２３页。

同上，第２２３页。

同上，第２２９页。

Ｍｅｈｄｉ　Ｍｏｓｌｅｍ，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Ｉｒ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５０．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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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对美关系这样的敏感议题上也表达了肯定意见。领袖亲信默罕默德－贾

瓦德·拉里贾尼公开表示，伊朗和西方及美国的关系应该正常化。伊朗前驻

联合国大使赛义德·拉扎伊·霍拉桑尼在１９９１年５月写给最高领袖的信中，

请求制定实现美伊关系正常化的方案。他认为，在看待美伊关系时不能一直

将美国视为狼，把伊朗视为羊，这样是行不通的，必须要同美国建立联系。①

为彻底消除左派的挑战，拉夫桑贾尼在领袖哈梅内伊的帮助下对左派

进行了围剿。第一轮围剿发生在１９９０年专家委员会选举期间。在哈梅内伊

的支持下，拉夫桑贾尼说服了宪监会的１２名成员批准修改候选人的审查程

序，将通过宗教学识考试作为认证竞选人资格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之后的

考试中，左派人士卡卢比、默赫塔沙米和萨迪克·哈拉哈利都没能通过考

试，默罕默德·穆萨维·霍因尼哈甚至拒绝参加考试。② 第一轮围剿激怒了

议会中的左派，导致他们开始猛烈反击。左派主导的议会对拉夫桑贾尼的

内阁部长进行弹劾，并且频频与被废黜的前领袖继承人阿亚图拉侯赛因－阿

里·蒙塔泽里接触，而蒙塔泽里正是领袖和右派的眼中钉。

左派的反抗坚定了领袖和总统进一步围剿左派的决心。在１９９２年议会

选举中，他们对左派进行了第二轮围剿。议会选举前，拉夫桑贾尼借助议会

中的盟友引导了对选举法的修改，增加了候选人对领袖绝对忠诚的要求。

之后，领袖控制的宪监会以左派人士没有绝对忠于领袖为由，取消了多数左

派人士的参选资格。１０６０名候选人被取消资格，其中包括４０名在任左派议

员，包括哈勒哈利、副议长阿萨杜拉·巴亚特、学生领袖易卜拉欣·阿斯卡

尔扎迪和以枪决国王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维达而闻名的教士哈迪·贾

法里。此外，右派还对公众散播左派腐败和与国王进行秘密联系的谣言③，

领袖哈梅内伊借势在选举前公开对左派发难，称“那些煽动分子给政府制造

麻烦，并且在他们的报纸中说谎，民众不应该给他们的候选人投票”④。最后

①

②

③

④

［伊朗］阿巴斯·沙德鲁：《伊斯兰运动中多元主义和左右两派的形成的历史研
究（１３６０—８０）》，德黑兰：瓦扎拉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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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举结果有利于务实派和右派，右派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左派损失惨重。

像卡卢比、莫赫塔沙米普尔和穆萨维·霍因哈这样的核心人物，都没能进入

议会。

亲政府议会的形成减少了政府施政过程中所面临的阻力，其经济重建

政策得以顺利执行。这一时期伊朗政府支出增加，非石油产品出口增长迅

速，经济增速明显提升，第一个五年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伊朗的ＧＤＰ从

１９８９年的６．０２１％增至１９９０年的１３．８３４％，在１９９１年仍然保持了１２．３８３％的

高增长率；政府岁入在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２年分别增加了１０．５％和３１％；财政赤

字从１９８６年的１３７５０亿里亚尔减至１９９２年的８５７０亿里亚尔；政府的税收

岁入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分别增加了２０％、６９％、６３％和４０％。①伊朗外交部长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称：“新的秩序正在出现，经济考量已经超过了政治

考量。”②

（五）从盟友到“反目”：右派对拉夫桑贾尼的进攻

随着左派在政坛的边缘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有的政治权力集中在

了务实主义者和右派的手中，伊朗的派系竞争似乎将告一段落，国家将进入

稳定的发展时期。拉夫桑贾尼总统在第四届议会第一次会议中欣喜地说：

“民众投票支持了顶层的团结和一个配合政府的议会。”③ 然而，拉夫桑贾尼

很快发现，在领袖领导的右派取代左派成为议会的多数派后，议会对其政策

的阻挠甚至超过了左派议会。

右派在主导议会后一反此前对拉夫桑贾尼的支持态度，开始对拉夫桑

贾尼政府进行激烈的批评。议会无视政府取得的经济成就，无理宣称经济

指标疲软并将其归咎于政府的无能，大肆抨击拉夫桑贾尼内阁成员和亲信

滥用权力。在领袖的授意下，右派积极寻求扩大对政府的影响。议会中的

右派称解决经济问题需要加强议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放缓重建计划的执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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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用更加教条主义的干部替换接受西方教育的技术官僚。①更为有趣的是，

右派开始借鉴之前左派的观点来批评拉夫桑贾尼政府，抨击现行经济政策

会削弱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

右派和拉夫桑贾尼的第一次公开较量是围绕着１９９３／１９９４财年预算草

案展开的。拉夫桑贾尼制定的预算草案旨在增加税收刺激出口，通过允许

银行发行债券和提供更有竞争性的储蓄利率来加强银行在经济中的角色，

以期最终实现国家税收增加５０％的目标。考虑到右派可能的批评，拉夫桑

贾尼宣布未来一年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补贴将翻一番。② 实行固定汇率政

策是预算草案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旨在将汇率从之前管控之下的７０里

亚尔／美元调整到１４５０里亚尔／美元。之所以实行固定汇率是因为有利于减

少进口，刺激对国内工业项目的投资，有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性，被认为是

一次经济革命。③右派并不支持固定汇率政策，称实行固定汇率政策势必会

导致里亚尔的贬值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在右派的阻挠面前，拉夫桑贾尼

采取了强势回应。１９９２年２月，拉夫桑贾尼在一次议会讲话中表示，尽管新

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遭到反对，但他仍将坚定地走下去。他质问那些为

了进口而主张继续维持高汇率的人：“我们还能这样做多久？最终，我们将

会没有外汇，没有钱。花费石油收入来购买商品很容易，但是会形成代理人

经济，这将会毁坏我们的经济基础，致使国家落后。”④

右派主导的议会并没有在拉夫桑贾尼的强硬姿态面前妥协。议会预算

委员会主席侯赛因·侯赛尼－沙赫鲁迪提出，考虑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很多

项目仍然没有完工，提出这样的预算有些要求过高。此外，他还反对以研究

和教育为借口向政府机构和项目拨款，认为新的货币政策肯定会导致通货

膨胀和美元黑市的出现。面对议会的阻挠，一些同情务实派政府的学者和

内阁技术官僚公开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预算草案进行声援。经济学家阿

里·莫比尼－迪赫库尔迪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目标已经得到实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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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另一位经济学家拉贾布·拉赫曼尼对增加国有

企业预算进行了辩护，认为国家需要这些企业向国内市场供给商品。① 副总

统马斯乌德·鲁甘尼·赞詹尼质问议会议员：“政府和各部如何在没有充足

资金的情况下完成它们预期的任务？”财政部长努尔巴赫什在为固定汇率政

策辩护时说：“我们希望通过固定汇率来减少对货币的需求，这样我们可以

更高效地平衡预算和解决经济问题。”此外，他还对银行提升存款利率进行

了辩护，表示增加利率可以为投资提供更多的贷款机会。②

在经过近一周的审查和争论后，议会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３０日通过了政府的

预算草案。相对于政府提交的最初草案，通过的预算方案大幅缩水，分配给

政府机构和各部的预算被削减超过１０％。面对右派对预算草案的阻挠，研

究伊朗派系政治的学者马赫迪·穆斯林姆（Ｍｅｈｄｉ　Ｍｏｓｌｅｍ）提出了这样一个

问题：“为什么之前支持拉夫桑贾尼的群体会如此迅速地翻脸，成为总统的

批评者？”③显然，这是因为随着左派的失势及之后拉夫桑贾尼经济绩效的提

升威胁到了最高领袖的权威，而此时伊朗的政治统治合法性因连续两年的

经济增速提升得到了稳固，这导致领袖会默许甚至支持对其忠心耿耿的右

派对拉夫桑贾尼的经济治理进行阻挠。正如右派报纸《使命报》总编所说：

“右派之所以从政府的支持者转变为麻烦制造者是因为管理者对宗教已经

不再虔诚，违背了尊敬领袖所设计的国家发展方针。”④

之后，务实派和右派又在议长位置上展开了争夺。务实派和保守派分

别支持哈桑·鲁哈尼和纳提克·努里，由于右派占据了第四届议会的多数，

最终纳提克·努里被选举为议长，右派获得了对立法权的绝对主导。之后，

右派再次开始攻击拉夫桑贾尼政府。１９９３年３月，议会弹劾了交通部长默

罕默德·赛义迪奇亚，拉夫桑贾尼对此感到极为愤懑。他公开指责议会对

赛义迪奇亚工程师的做法是不妥的。⑤ 为了支持自己的门徒继续攻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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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哈梅内伊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公开批评了拉夫桑贾尼和他的官僚技术团队。

他指责拉夫桑贾尼政府道德腐败，表示如果忽视了宗教道德，取得再多经济

成就都等于零。① 两天后，领袖对政府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如果我发现

官员们已经放弃了劝善惩恶（的伊斯兰要求），（那么）我将亲自捍卫它。负

责任的官员和行政者必须保护劝善惩恶的环境。敌人（拉夫桑贾尼政府）声

称在重建时期革命精神和道德必须被搁置，敌人宣传战后时期和重建阶段

是革命热情消亡的时候，是重新回归一些国家那样的无知生活的时候。难

道这就是重建的意义吗？当然不是。”②领袖此次讲话意义重大，他直接将拉

夫桑贾尼政府定性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敌人，并且明确反对回归正常化的

发展道路，这为右派和其他反对政府的人进一步阻挠政府施政敞开了大门。

在领袖的批评和右派的攻击下，拉夫桑贾尼政府施政基本处于瘫痪状

态，与之相伴的是经济绩效在１９９３年的大幅下滑，ＧＤＰ增长率降至１．０４％。

经济绩效的下降削弱了民众对他的支持。在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１日举行的总统

选举中，拉夫桑贾尼仅以６３％的得票率当选，而在４年前他的得票率是

９４．３８％；右派竞选人艾哈迈德·塔瓦可里获得了２４％的选票，而在４年前的

总统选举中拉夫桑贾尼的竞选对手只有３．８５％的得票率。③支持率的大幅减

少表明，拉夫桑贾尼总统的合法性基础被削弱，领袖相对于总统的权威优势

得到了维护。

六、结论

综上所述，后霍梅尼时期伊朗选举周期出现的经济增长反常波动，是伊

朗二元等级权力结构下领袖的神授合法性与总统的经济绩效合法性之间的

矛盾所致。由于两个权力中心的合法性来源相互矛盾，他们在维护合法性

的互动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模式，一种是共同维护政治统治的绩效合法性，另

一种是各自维护自身的权威。第一种互动模式通常发生在经济状况恶化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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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到了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时候，为维护政权生存，领袖会配合总统施政，带

来经济增速的上行。第二种互动模式出现在政治统治合法性较为稳定的时

期，总统和领袖为争夺权威而竞争，占据权力优势的领袖为了确保对总统的

权威优势会阻碍总统施政，在导致经济下行的同时削弱总统的权威。

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拉夫桑贾尼第一任期出现的经济增速波动符合本

文提出的“合法性矛盾”解释逻辑。在拉夫桑贾尼的第一任期，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政治统治合法性出现了两种情况，即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的危机时期和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平稳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为了挽救政治统治合法性，领袖

哈梅内伊及其领导的右派帮助拉夫桑贾尼获得总统之位，支持其组阁和制

定“一五”计划，全力围剿阻碍政府施政的左派，开启了伊朗战后新的政治、

经济时期。在领袖的保驾护航下，伊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一定成功，

ＧＤＰ增长率从１９８９年的６．０２１％增至１９９０年的１３．８３４％，在１９９１年仍然

保持了１２．３８３％的高增长率。

在第二个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提升，领袖收回

了对拉夫桑贾尼政府的支持，转而对其进行猛烈攻击。在领袖态度的影响

下，保守派主导的议会不断给拉夫桑贾尼政府制造麻烦，政府预算草案大幅

缩水，议会对内阁部长不断进行弹劾，政府的任何政策都会受到来自领袖和议

会的批评与阻挠，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由于缺少有效的经济管理，伊朗经

济增速在这一时期出现大幅下降，ＧＤＰ增长率先是从１９９１年的１２．３８３％降至

１９９２年的２．８３５％，之后在１９９３年再次下降至１．０４％。受经济下行影响，民

众对拉夫桑贾尼政府开始失去信心，在之后的总统选举中拉夫桑贾尼的得

票率从之前的９４．３８％降至６３％，拉夫桑贾尼政府的合法性被削弱，其权威

也相应减少，最高领袖相对于总统的权威优势得到了维护。


